
 

 

学校环境下欺凌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塑造机制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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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学校氛围是塑造青少年社会行为的关键微环境，也是欺凌治理的重要环节。以往研究

表明不良同伴关系是有效预测欺凌或受害的学校环境风险因素，而学校环境下旁观者的保

护行为则是欺凌现象终止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从静态视角，采用线性分析方法探索旁

观者保护行为的预测因素，难以深入阐释“旁观者为何在现实情境中做出不同反应”的复

杂心理机制。为此, 本研究尝试基于情境交互的动态视角，侧重于构建学校与班级氛围、互

动关系和旁观者个性心理特征的交互作用塑造旁观者保护行为的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以

期为发展科学有效的学校欺凌治理综合模式提供创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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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校园欺凌是学校环境中发生的个体对力量较弱的一方反复实施的故意伤害行为，包括

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等多种形式（张文新, 2023; Salmivalli & Peets, 

2018）。欺凌在全球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约三分之一的青少年在过去一个月内曾遭受过

来自同伴的某种形式的欺凌（UNESCO, 2019）。在中国，约 15%的中学生曾卷入欺凌事件

（Luo et al., 2022）。欺凌不仅会对受害者造成持续的情绪困扰与发展风险，如抑郁、焦虑

和自伤等（郭玥言 等, 2025; Shen & Su, 2024），也会强化欺凌者的攻击性和问题行为倾向

（Han et al., 2025），同时使旁观者产生消极情绪体验和心理压力（Callaghan et al., 2019）。

鉴于欺凌现象的普遍性和多重危害，如何构建科学有效的学校欺凌治理综合模式，减少欺

凌现象，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已成为当前社会的核心议题。 

以往研究在探讨欺凌成因与干预策略时，主要聚焦于欺凌者与受害者的二元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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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本质上是一种群体过程，约三分之二的欺凌事件中都有旁观者（Hamby et al., 2016）。

在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行为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欺凌事件的发展走向。尤其是旁观

者保护行为，即个体在目睹欺凌时通过制止欺凌者或支持受害者以减少伤害的行为

（Salmivalli, 2010），在实际情境中能够直接改变欺凌互动进程，是遏制校园欺凌的重要行

为路径。研究发现，当旁观者保护或支持受害者时，欺凌事件更可能被及时制止，受害者

的身心伤害会减轻（Laninga-Wijnen, van den Berg, et al., 2023）；相反，若旁观者保持沉默或

助长欺凌，则可能强化欺凌规范并加剧伤害后果。因此，相较于传统的聚焦欺凌者或受害

者的干预路径，激发旁观者的保护行为正逐渐成为学校欺凌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在现实校园情境中，旁观者主动实施保护行为的发生率仍处于较低水平

（Lambe et al., 2019）。虽有超过 58%的青少年曾作为旁观者卷入欺凌（González‐Cabrera et 

al., 2019），但仅有 40%左右的青少年曾在欺凌事件中采取过实际干预行动（Datta et al., 

2016），多数旁观者表现为消极旁观甚至协助欺凌。这一现象提示，旁观者是否采取保护行

为并非基于单一动机或简单的情境判断，而是受到多重因素制约的复杂决策过程（Casey et 

al., 2017; Meter & Card, 2015）。一方面，个体特征（如共情、自我效能感等）是为旁观者采

取保护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旁观者处于复杂的社会网络中，其行为选

择嵌入于具体的社会互动结构之中，受到欺凌卷入角色特征、同伴关系网络、班级规范和

学校氛围等因素的共同影响（Garandeau et al., 2022; Zhang et al., 2025）。然而，现有研究多

从单一层面或局部关系出发，尚未系统揭示多层因素如何在动态情境中协同作用于旁观者

的心理决策过程。因此，有必要在整合个体与环境因素的基础上，构建系统性的解释框架，

并进一步探索具有情境针对性的学校治理路径。 

 

2 研究现状与评述 

2.1 旁观者保护行为的界定 

旁观者（bystander）概念最初源于社会心理学领域，指在紧急或不公正事件中未直接

卷入事件核心，但目睹事件发生或知情的第三方个体（Latané & Nida, 1981）。旁观者行为

涉及从被动观察到主动干预的连续谱系，其决策过程受情境线索、个人特质和社会规范的

影响（Fischer et al., 2011）。旁观者并非中立存在，而是潜在的行动者，能够通过介入来改

变事件进程。 

在校园欺凌情境下，旁观者是指目睹欺凌事件发生的同伴或学生。虽未直接欺凌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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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但旁观者的存在使欺凌事件从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双向互动演变为群体动态过程。旁

观者的行为反应会对欺凌事件的发展和后果带来显著影响（Salmivalli et al., 1996）。与一般

社会情境中的旁观者相比，欺凌旁观者往往处于相对稳定的同伴网络和班级结构之中，面

临更复杂的同伴关系和社会压力。旁观者担心自己介入欺凌事件，会招致欺凌者报复或损

害人际关系（Strindberg et al., 2020）。参与者角色模型（Salmivalli et al., 1996）将旁观者分

为四种主要类型：保护者（defenders）、协助者（assistants）、强化者（reinforcers）和局外

人（outsiders）。其中，保护者积极支持受害者，通过直接（如阻止或赶走欺凌者）或间接 

（如通知老师、安慰受害者）方式干预欺凌；协助者是直接加入欺凌者，为其提供实际援

助（如参与攻击）；强化者虽不直接加入欺凌，但通过欢呼、鼓励或怂恿等方式间接助长欺

凌氛围；局外人则保持距离或回避，不介入事件或假装未注意到欺凌现象，甚至通过离开

现场来避免卷入。同一旁观者在不同欺凌事件中可能从局外人转变为保护者，是否发生转

变取决于旁观者感知到的风险、自我效能以及与受害者的关系（Pronk et al., 2013; Tian et al., 

2025）。由此可见，旁观者并非行为同质的群体，行为类型也并不固定，会受情境因素的动

态影响。 

虽然参与者角色模型从整体上揭示了旁观者在欺凌情境中的多元行为取向，但该框架

主要停留于角色划分层面，对于保护者内部的行为模式差异关注相对不足。事实上，旁观

者在实施保护行为时，并非表现出同质化的亲社会反应，而是在具体情境中采取多样化的

保护策略。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对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多维结构和类型特征进行精细划分。

首先，根据行为实施方式，可将旁观者保护行为区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直接和间接保护

行为。直接保护行为主要是针对欺凌者，采用对抗性的保护策略，例如积极劝说、阻止和

驱赶欺凌者等；间接保护行为则以受害者为中心，采取非对抗性的策略，如安慰受害者、

向老师举报欺凌事件或采取其他间接策略保护受害者（Reijntjes et al., 2016）。其次，基于

行为的动机和性质，可将其分为建设型保护行为和攻击型保护行为。前者强调问题解决与

情感援助，有利于促进受害者情绪恢复并减少自责；后者则是对欺凌者的反击或负面回应。

攻击型保护行为虽能短期遏止欺凌，但可能引发循环冲突或群体关系紧张（Jin et al., 2024; 

Steinvik et al., 2025）。此外，旁观者保护行为还存在文化异质性。近期一项研究在中国青少

年群体中识别出一种“策略性保护行为”，是指旁观者使用巧妙的、非对抗性策略（如分散

欺凌者注意力）来化解欺凌，反映了中国文化背景下旁观者通过间接、智慧的方法避免直

接冲突，有效保护受害者的行为偏好与倾向。这提示在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旁观者更注

重直接干预和个人道德责任，而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旁观者更倾向于采用间接策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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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群体和谐（Wang et al., 2023）。 

2.2 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影响因素 

旁观者在欺凌情境中是否以及如何实施保护行为，会受到个体心理特征、欺凌情境中

的同伴互动关系，以及学校与班级情境因素的影响。然而，不同层面的因素往往被独立考

察，其作用机制及相互关系仍有待进一步整合。 

2.2.1 个体心理特征 

旁观者的情感与认知特征是保护行为发生的心理基础。其中，共情是预测旁观者保护

行为的关键变量之一。共情水平较高的青少年更可能将欺凌视为需要干预的紧急事件，并

与受害者产生情感联结，引发采取保护行为的更强动机（Choi & Park, 2021）。相较于认知

共情，情感共情对实际保护行为的预测更为稳定，主要是通过增强旁观者对受害者痛苦的

感同身受，促进道德关切和助人倾向（Deng et al., 2021）。 

与共情对旁观者保护行为的促进作用不同，道德脱离水平较高的旁观者更容易合理化

欺凌行为，弱化对受害者处境的道德评估，从而降低其干预可能性。而道德责任感和公平

规范内化程度较高的青少年，更倾向于将保护受害者视为一种应当履行的道德义务（Jiang 

et al., 2022）。道德脱离水平较高的学生，在面对受害者时表现出无动机状态，从而表现出

更多的支持欺凌行为与更少的保护行为，而道德脱离水平较低的学生更可能具备自主动机，

并进一步做出更多的保护行为和更少的支持欺凌行为（Thornberg et al., 2023）。此外，来自

横断面和追踪研究的证据均表明，自我效能感是旁观者做出实际保护行为的重要前因。当

旁观者相信自己有能力、有效且安全地介入欺凌事件时，更有可能做出保护行为（Sjögren 

et al., 2021; Sjögren et al., 2024）。 

尽管上述心理特征与旁观者保护行为之间存在密切关联，但它们属于相对稳定的静态

特征，在具体欺凌情境中如何被激活、抑制或转化为实际行动尚未得到充分论证。这在一

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旁观者具备亲社会动机却未采取干预行为”这一现象的解释力。 

2.2.2 互动关系 

实际上，旁观者保护行为并非仅由个体心理特征驱动的孤立决策，而是嵌入具体的同

伴互动关系之中的行为考量。欺凌当事方与旁观者的关系、旁观者自身在同伴群体中的地

位均会显著影响旁观者的行为反应。当受害者被视为脆弱、无助或与旁观者关系较为亲近

时，旁观者更可能实施保护行为（Rambaran et al., 2022）。当欺凌者在同伴群体中具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时，旁观者往往因担心遭受报复或社会排斥而选择沉默（Huitsing et al., 2014）。

旁观者相对于欺凌者的同伴群体层级地位，在旁观者的社交受欢迎程度与其主动保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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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间发挥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旁观者的同伴地位高于欺凌者时，旁观者的社交受欢

迎程度与其干预意图的正向关联表现得更为显著（Zhang et al., 2025）。可能的解释是：具

有较高同伴地位的旁观者，在面对欺凌时通常拥有更大的行动空间和更低的社会风险，从

而更容易采取保护行为。 

上述互动关系因素将旁观者的行为决策嵌入社会网络中，突出了同伴互动对旁观者保

护行为的促进或抑制作用。与相对静态的个体心理特征相比，这些互动关系因素的研究发

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旁观者保护行为背后的关系权衡过程，即旁观者并非简单地基于道

德或情绪等因素做出直接行为反应，而是需要在多重社会关系中评估自身行为的潜在风险

与收益，再做出行为决策。 

2.2.3 班级与学校环境因素 

个体心理特征和互动关系属于微观个体因素，班级与学校则是为旁观者实施保护行为

提供结构性条件的微观环境因素。具体而言，班级欺凌规范、教师反欺凌态度和学校氛围

为旁观者理解和评估是否实施保护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社会规则框架。在青春期，青少年开

始注重提升自己在同伴群体中的地位，并以此为动机去遵从同伴群体规范，以确保自身行

为符合群体规则和期望（Salmivalli et al., 2021）。当班级中存在明确的反欺凌规范或同伴明

确表达对保护行为的支持时，旁观者更容易将保护受害者视为一种被同伴认可和鼓励的行

为，从而降低其感知的社会风险（Lucas-Molina et al., 2018）。而在纵容或默许欺凌现象的

班级中，即使旁观者具备较高的亲社会动机，也可能因担心破坏群体关系或损害自身地位

而选择不作为（Yun & Graham, 2018）。 

教师作为学校环境中兼具权威性与社会影响力的核心成人角色，其对待欺凌事件的认

知态度和实际应对方式，会对学生的欺凌相关行为产生深刻影响（Colpin et al., 2021）。教

师清晰、一致且公正的欺凌干预行为，能够显著提升学生的欺凌干预效能感和责任感，而

教师的消极或态度模糊的行为，则易向学生传递欺凌干预无实效或者不被学校支持的信号

（Dawes et al., 2024）。一项以小学四至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于教

师对欺凌事件无回应的情境，教师采取积极的欺凌应对行为，不仅显著提升学生向教师报

告欺凌事件的倾向，还促使学生表现出更少的支持欺凌行为和更多的保护行为，同时有助

于减少校园中的受害现象（Demol et al., 2020）。 

学校和班级氛围也是重要的情境因素，学校氛围反映了整个学校系统中普遍存在的社

会规范和价值观，班级氛围则体现了班级内部的人际关系与互动模式。积极、温暖且充满

关爱的学校氛围与较低水平的校园欺凌有关，这种积极氛围同样能够促进学生的亲社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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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包括积极的保护行为（Wang et al., 2013）。一项面向四至九年级学生的研究发现，在学

校氛围的各维度（师生关系、同伴关系和学校安全）上得分更高的学生，会报告更少的支

持欺凌行为和更多的保护行为（Cui & To, 2020）。同样，教师通过主动向学生传递尊重和

倾听的姿态，能够塑造一种安全、信任的班级环境，进而增强学生在面对欺凌事件时采取

保护行为的心理安全感（Thornberg et al., 2017）。支持性班级氛围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积极

保护行为，减少被动和强化欺凌的旁观行为（Cheon et al., 2025）。可能的解释是：积极的

班级和学校氛围往往向学生传递出公平、关怀与尊重的信号，进而在学生群体中潜移默化

地强化反欺凌的集体规范，这一规范会使学生更易形成保护行为具备群体接受度和正向评

价的认知，最终显著提升其实施保护行为的主观意愿。 

然而，与个体心理特征和互动关系研究类似，关于班级和学校环境因素对旁观者行为

的塑造更多是基于静态视角，缺乏研究系统揭示具备特定个性心理特征的旁观者，在具体

欺凌情境中如何综合权衡互动关系、班级和学校环境因素，进而做出保护行为的选择和决

策。有必要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多层次的关键变量和动态特征，构建能够有效解释

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心理决策模型。 

2.3 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决策机制 

如前所述，旁观者是否采取保护行为并非一种即时、直觉化的反应，而是多种因素共

同作用下的复杂决策过程。旁观者在做出保护行为之前，会对事件性质、自身拥有的资源

和能力、以及潜在的社会后果等进行权衡。这些心理过程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在具体情境

中动态交织，共同塑造个体的行为选择。 

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形成以对欺凌事件的认知判断与意义建构为前提。根据旁观者干预

模型（Bystander Intervention Model; Latané & Darley, 1970），个体必须首先注意到事件，并

将其界定为“需要干预的不当行为”，这一过程受到情境线索显著性、事件模糊性和社会参

照的影响。这类认知判断并非完全基于客观事实，而是通过观察他人反应来确认实际情况。

当周围同伴保持沉默或表现出冷漠态度时，旁观者往往会重新解读情境，认为干预并非必

要，从而中断后续的行为决策过程。当欺凌以较为隐蔽的形式出现时，旁观者更容易低估

其严重性，进而削弱干预动机；而当受害者表现出明显的痛苦或无助时，旁观者更可能将

事件解释为需要介入的紧急情境（Macaulay et al., 2022）。然而，欺凌事件的普遍性可能导

致学生对欺凌行为的敏感性降低，难以注意到事件并做出需要干预的判断。 

在对欺凌事件做出基本判断后，情绪反应在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启动中发挥着关键的推

动作用。欺凌情境具有高度的情绪唤起特征，尤其是当旁观者与受害者存在情感联结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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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时，更容易激发同情、怜悯或愤怒等情绪体验。根据“情绪即信息”（feelings as 

information; Clore et al., 1994）的观点，个体在判断是否采取行动时，会将自身的情绪状态

视为一种重要线索。强烈的负性情绪不仅使旁观者的注意力聚焦于受害者的处境，还会放

大旁观者对不公正行为的感知，进而提升干预的道德紧迫性。而当旁观者缺乏情绪卷入时，

其注意力更可能被欺凌行为所带来的娱乐性所吸引，将欺凌解读为一种游戏行为，进而降

低保护行为的可能性。共情能力低的个体可能对自己或他人支持欺凌行为造成的伤害不敏

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做出更多支持欺凌的旁观者行为（Choi & Park, 2021）。 

然而，情绪唤起并不足以引发实际的保护行为。旁观者在做出最终行为决策前，还会

进行社会情境下的风险-收益评估。由于青少年群体非常重视与同龄人建立积极关系

（Poulin & Chan, 2010），社会地位、同伴接纳和关系风险就成为高度敏感的评估因素。即

使旁观者已经对欺凌事件的不当性做出判断，并对受害者产生同情，但他们是否采取干预

行为仍取决于对介入可能带来社会后果的评估。若欺凌发生在反欺凌规范占主导的班级环

境中，保护行为更可能获得同伴支持，进而有效降低该行为的社会成本，甚至可能会让保

护行为的实施者获得正向社会收益，包括社交地位的提升和同伴关注的增加（Laninga-

Wijnen, Malamut, et al., 2023）。Casey 等 （2017） 通过质性分析发现，青少年的欺凌干预意

愿受到情境线索（如事件严重性、受害者反应、欺凌者权力地位）与认知因素（态度、主

观规范、自我效能）的共同影响。同时，与欺凌者或受害者的关系、个体社会地位及学校

氛围也会调节干预意图。由此可见，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决策机制并非单纯的利他动机，而

是一种在社会目标与道德动机之间不断权衡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旁观者在欺凌情境中的认知判断、情绪反应与风险-收益评估并非递进

产生，而是相互作用、彼此调节。一方面，情绪反应能够强化个体对事件严重性的认知判

断，并提升其承担干预责任的意愿（Menolascino & Jenkins, 2018）。另一方面，对潜在社会

风险的预期可能抑制情绪驱动的行为动机，使个体选择更为间接或隐性的保护方式，如事

后安慰受害者或向老师报告。尤其是在群体规范模糊或反欺凌态度不明确的班级或学校环

境中，即使旁观者具备较高的保护动机，也可能因预期的社会代价而放弃做出保护行为

（Yun & Graham, 2018）。这些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揭示了旁观者保护行为在现实情境中

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旁观者保护行为是一个由情境线索识别、情绪反应、风险-收益权衡共同构

成的决策过程。系统分析这一决策过程在真实欺凌情境中的运作方式，不仅有助于深入理

解旁观者保护行为产生的动态过程，也有助于弥合现有研究在机制整合与情境解释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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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 

2.4 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干预 

近年来，基于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干预策略在欺凌治理中开始受到关注，主要通过提升

旁观者的保护意识和自我效能感、强调友谊和同伴支持的重要性等方式，鼓励他们积极干

预欺凌（Bezerra et al., 2023）。KiVa 项目作为最具代表性项目之一，核心理念是通过学生课

堂活动方式，改变旁观者在欺凌事件中的行为和态度，进而预防和制止欺凌行为（Kärnä et 

al., 2011）。但该项目在芬兰、意大利和英国的学校实践中，效果并不稳定（Nocentini & 

Menesini, 2016; Yang & Salmivalli, 2014; Axford et al., 2020）。美国的全校性责任文化转变

（School-wide Transition to Accountable Culture; STAC）项目通过讲座和角色扮演向学生教

授多种策略，为学生提供介入欺凌所需的知识、技能和信心（Midgett et al., 2018）。NoTrap! 

反欺凌项目通过让学生参与开发反欺凌网站，提升学生的同理心和问题解决能力，引导并

增强学生制止欺凌的参与感和责任感，鼓励旁观者主动介入并反对欺凌（Palladino et al., 

2016）。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技术已逐步应用于基于旁观者的反欺凌干预措施中（DeSmet et al., 

2018）。例如，使用电子游戏呈现欺凌事件的场景，玩家作为旁观者做出行动选择。当选择

反欺凌行为时，玩家会收到积极反馈（游戏点数奖励或声音提示），表明其做出了正确决定

（Kolić-Vehovec et al., 2019）。数字干预技术为学生创建了在虚拟欺凌情境中进行行动技巧

和策略应对的学习机会，进而提升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应对欺凌情境的能力和信心

（Calvo-Morata et al., 2020）。 

总体而言，上述干预项目通过教育提升、角色扮演、增强自我效能感等手段，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引导旁观者在欺凌情境中采取积极干预行动。尽管实际干预效果并不稳定，但

为欺凌治理提供了多维路径选择。基于此，如何与旁观者保护行为塑造机制的系统研究结

果相整合，科学引入数字技术，研发针对性综合干预策略，提升干预效果，是未来干预研

究的重要方向。 

2.5 文献评述 

梳理和分析既往文献可知，旁观者保护行为既是一种受到个体心理特征、互动关系、

班级与学校环境因素复杂交互影响下的行为结果，也是个体在具体情境下基于认知判断、

情绪反应和风险-收益评估下的复杂决策。然而，当前关于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形成机制仍存

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首先，既往研究未对个体心理特征、互动关系、学校环境特征与个体决策过程等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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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多水平因素进行有机整合，不同的心理过程往往被分散讨论，较少在同一框架中比较

多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及其组合方式，尤其是对于学校微环境因素与个体因素的交互作用

如何塑造旁观者保护行为这一科学问题，缺乏系统论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旁观者

保护行为在真实欺凌情境中复杂运作方式的整体理解。此外，现有研究多依赖既有理论预

设变量关系，以量化研究为主，数据驱动和质性探索相对不足，难以深入理解个体的内在

心理过程，也限制了潜在作用路径的发现。据此，本研究基于前述论证的多水平、多层次

因素，首先采用机器学习算法，识别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关键变量，并结合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探索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多变量组合模式，以建构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微环境特征、

互动关系和个体心理特征交互的综合解释框架。其次，采用深度访谈，分析旁观者在真实

情景中行为选择的内在心理过程，补充验证上述关键变量的合理性。 

其次，既往研究在解释旁观者保护行为时，往往隐含一种线性假设，即一旦旁观者识

别到欺凌并产生保护动机时，保护行为便会顺理成章地发生。然而，在真实的欺凌情境中，

旁观者保护行为可能会给其带来显著的社会风险，如同伴排斥、地位威胁或情感冲突

（Strindberg et al., 2020）。在欺凌事件中旁观者会同时面临多个相互冲突的信息，这些社会

风险和心理负担会影响旁观者的行为决策过程。现有研究对于旁观者在复杂情境下如何权

衡和整合上述信息，进行动态决策尚未充分论证。基于此，本研究采用一系列情境实验，

操纵关键因素并考察其对于保护行为决策的动态影响，尝试构建旁观者保护行为的三阶段

心理决策框架，为理解旁观者在多重心理信号的作用下做出保护行为的决策过程提供科学

依据。 

最后，当前旁观者保护行为干预项目主要聚焦于个体的行为改变，相对忽视学校环境

塑造的核心作用，存在实施效果稳定性差、效率低等现实困境（Marsh et al., 2022）。需要

认识到，欺凌主要源于问题性社会生态（如冲突性班级氛围），而非不良的个人动机

（Cheon et al., 2022）。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主要源于有利的社会生态（如支持性班级氛围），

而非积极的个人动机（Cheon et al., 2023）。在高度支持性、同伴关系良好的班级和学校环

境中，学生们更容易达成共识，形成支持保护者、反对欺凌的集体态度，从而控制和减少

欺凌的发生（Waasdorp et al., 2022）。基于此，本研究首先通过数字模拟技术，考察针对不

同学校环境因素的干预模式对旁观者实施保护行为的促进效果。之后，通过准实验设计和

实地研究，评估针对学校环境关键因素的优化干预方案的实践效果，尝试将计算建模和实

地干预相结合，构建科学、稳定和可行的干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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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构想 

本研究围绕学校环境中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塑造机制与治理途径这一核心科学问题，采

用质性探索和量化分析相结合、适用于复杂模型构建的机器学习算法与适用于因果探索的

情境实验相结合的研究策略，尝试构建旁观者保护行为的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系统推进

对旁观者保护行为复杂成因的理解。研究 1 立足探索性取向，利用混合方法，从预测、理

解与配置三个层面，系统识别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组合模式，为后续研究

明确核心变量。研究 2 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系列情境实验辅以计算建模方法，构建并系统

验证旁观者保护行为的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重点考察情境线索加工、心理计算过程及行

为选择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个体心理特征与学校环境因素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 3 以

前述发现的重要学校环境因素为主要干预靶点，通过基于主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ABM）与实地研究相结合，构建科学合理的旁观者保护行为干预方案，并评估

其效果。整体研究框架见图 1。 

 

图 1 研究总体框架图 

3.1 研究 1：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与形成模式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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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研究整体构想的基础，研究 1 旨在准确识别欺凌旁观者实施保护行为的关键影

响因素，并揭示其形成机制的多重路径，为后续机制检验与干预设计提供初步线索。研究

1 通过多方法整合，来回答以下两个核心科学问题：（1）在多种潜在影响因素中，哪些因

素对旁观者保护行为最为关键？（2）这些因素是否以不同组合，形成塑造旁观者保护行为

的多路径模式？为此，研究 1 设计了三个相互衔接、功能互补的子研究。 

研究 1a 将基于大样本、异质性问卷数据，采用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XGBoost 等机

器学习方法和 SHAP 值分析，构建旁观者保护行为的识别模型，获得各关键特征的平均边

际贡献。其中，个体心理特征（如攻击性等特质、风险预期、自我效能等）、互动关系 

（如欺凌卷入角色的受欢迎程度、地位差异、相互关系等）和班级-学校环境因素（班级欺

凌规范、教师支持、学校氛围等）等均作为纳入特征。研究 1b 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探索旁

观者实施保护行为的内在心理过程。通过对文本编码和主题分析，提炼旁观者在实际保护

行为决策中的核心考量要素，与研究 1a 的结果互为补充验证。研究 1c 将采用非对称方法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Ragin, 2009），系

统探索不同因素组合塑造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多重路径。该方法基于配置理论，从集合论视

角探索条件组合与结果之间的关系（Yu et al., 2025 ），可以揭示某一变量的效应是否依赖于

其他条件的存在。本研究重点考察旁观者的个体心理特征、互动关系与学校环境因素在不

同配置下如何共同作用，识别出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保护行为塑造路径。 

总体而言，研究 1 通过机器学习、质性访谈与 fsQCA 的方法整合，从预测、理解与配

置三个层面系统刻画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其多重塑造路径。有助于突破以往

研究中变量孤立、路径单一的局限，也为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内在机制

提供明确方向和线索。 

3.2 研究 2：旁观者保护行为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的实验研究 

本研究尝试构建旁观者保护行为的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提出旁观者是否以及如何采

取保护行为，源于其对欺凌情境的线索加工、对介入后果与自身能力的权衡计算，且在这

一过程中，个体心理特征与学校环境因素通过改变心理计算中不同信息的权重，影响个体

行为决策。通过明确这一阶段性决策过程，促进对旁观者保护行为选择的充分理解，从内

在动态心理过程视角，揭示旁观者行为选择的差异性与可干预性。研究 2 在传统实验范式

基础上，引入计算建模方法，将心理计算阶段涉及的决策信息（如风险、收益和自我效能）

作为可量化的输入维度，并在后续研究中对其在决策中的相对权重进行估计，从而实现对

心理计算过程的清晰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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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a 和 2b 聚焦于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的第一阶段：情境线索加工阶段。旨在检验

不同类型的欺凌情境线索如何作为输入信息，影响旁观者后续的心理计算过程。重点关注

事件严重性、责任分散等线索如何影响旁观者的初始认知判断。同时，测量研究 1 中发现

的关键个体心理特征和学校环境因素，用于检验这些因素的潜在调节效应。研究 2a 采用单

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欺凌严重性（低 vs. 高），因变量包括介入欺凌的必要性和

旁观者保护行为意向。研究 2a 假设：（1）与低严重性情境相比，高严重性情境中的旁观者

对介入必要性的判断及其保护行为意向更高；（2）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特征（如道德脱离）

调节欺凌严重性对旁观者初始认知判断和保护行为意向的影响，该效应在低道德脱离的旁

观者中更强；（3）学校环境因素（如支持性班级氛围）调节欺凌严重性对旁观者初始认知

判断和保护行为意向的影响。在支持性更高的班级中，该促进效应更为显著。 

研究 2b 采用 2（旁观者数量: 无旁观者 vs. 多名旁观者）× 2（教师是否在场: 无教师在

场 vs. 有教师在场）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包括介入欺凌的必要性和旁观者保护行为意向。

同时检验个体心理特征和学校环境因素是否具有调节效应。研究 2b 假设：（1）与无其他旁

观者情境相比，多名旁观者情境将降低个体对介入必要性的判断和保护行为意向；（2）与

无教师在场情境相比，教师在场情境将降低旁观者对介入必要性的判断和保护行为意向；

（3）旁观者数量与教师是否在场存在显著交互作用。在多名旁观者且教师在场的情境下，

个体的介入必要性判断和保护行为意向最低；（4）个体心理特征（如道德脱离）调节旁观

者数量和教师在场对旁观者的介入必要性判断和保护行为意向的影响，即责任分散效应在

低道德脱离个体中较弱；（5）学校环境因素（如支持性班级氛围）调节旁观者数量和教师

在场对旁观者的介入必要性判断和保护行为意向的影响，在支持性氛围更高的班级中，该

效应较弱。 

研究 2c 聚焦于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的第二阶段：心理计算阶段中风险-收益评估的作

用。通过操纵情境线索诱发旁观者对介入欺凌时所面临的社会风险与潜在收益的不同感知，

检验风险-收益权衡在心理计算阶段对保护行为决策的影响。采用 2（感知社会风险：低 vs. 

高）× 2（感知潜在收益：低 vs. 高）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因变量为不同类型保护行为倾向。

同时考察个体心理特征和学校环境因素的调节效应。研究 2c 假设：（1）感知社会风险与潜

在收益分别对旁观者的稳定保护行为意向和保护行为选择产生显著主效应：高风险组的个

体保护行为意向较低且更可能选择间接保护行为或不作为，高收益组个体保护行为意向较

强并更可能选择直接保护行为；（2）感知社会风险与感知潜在收益存在显著交互作用。高

收益情境下，风险对保护行为的抑制作用减弱；不同风险-收益组合将影响行为选择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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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体心理特征（如道德脱离）调节上述关系，在高道德脱离个体中，风险抑制效应增

强、收益促进效应减弱；（5）学校环境因素（如支持性班级氛围）调节上述关系，在支持

性氛围更高的班级环境中，风险抑制效应减弱、收益促进效应增强。 

研究 2d 聚焦心理计算阶段中自我效能评估的作用。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通过

操纵旁观者在欺凌情境中对自身介入能力的感知（低 vs. 高），检验自我效能评估在心理计

算阶段对旁观者保护行为决策的影响，同时考察个体心理特征与学校环境因素的调节效应。

研究 2d 假设：（1）与低自我效能感条件相比，在高自我效能感条件下，个体表现出更高水

平的保护行为意向，并更可能做出直接保护行为；（2）参与者的个体心理特征（如道德脱

离）调节感知自我效能对保护行为意向的影响，该正向效应在低道德脱离个体中更强；（3）

学校环境因素（如支持性班级氛围）调节感知自我效能与保护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在支

持性氛围更高的班级环境中，感知自我效能更易转化为保护行为意向。 

研究2e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风险-收益评估与自我效能评估，聚焦于三阶

段心理决策框架第二阶段中多源信息的联合心理计算过程。前述研究通过对关键决策维度

进行逐一拆解检验，为整合性计算建模提供了必要的参数识别基础。相较于研究 2c和 2d分

别考察单一信息的影响，研究 2e 通过同时操纵感知社会风险、感知潜在收益和自我效能，

探讨旁观者在面对欺凌情境时如何对多种决策信息进行综合权衡，并进一步检验该权衡过

程如何共同影响其保护行为决策。采用 2（感知社会风险：低 vs. 高）× 2（感知潜在收益：

低 vs. 高）× 2（自我效能：低 vs. 高） 的三因素被试内实验设计。因变量为两个决策结果：

（1）保护行为意向，反映个体在欺凌情境中的总体性行动倾向；（2）保护行为选择，反映

个体在多种保护行为策略之间的具体决策取向。同时，继续考察个体心理特征与学校环境

因素的调节作用。 

研究 2e 引入计算建模方法，对心理计算阶段中多信息权衡和计算过程进行系统刻画。

具体而言，假定个体在面对不同欺凌情境时，会基于感知社会风险（𝑅）、潜在收益（𝐺）

与自我效能（𝐸）对做出不同保护行为选项 𝑘（如制止欺凌者、安慰受害者、向老师报告等）

进行主观价值计算，其函数可表示为： 

𝑈𝑖
(𝑘)

= 𝜔𝑟
(𝑘)

𝑅𝑖 + 𝜔𝑔
(𝑘)

𝐺𝑖 + 𝜔𝑒
(𝑘)

𝐸𝑖 + 𝜔𝑟𝑔
(𝑘)(𝑅𝑖 × 𝐺𝑖) + 𝜔𝑟𝑒

(𝑘)(𝑅𝑖 × 𝐸𝑖) + 𝜔𝑔𝑒
(𝑘)(𝐺𝑖 × 𝐸𝑖) + 𝜖𝑖

(𝑘)
 

其中，𝑈𝑖
(𝑘)

表示个体 i 对行为选项 k 的主观价值，𝜔𝑟
(𝑘)

、𝜔𝑔
(𝑘)

和𝜔𝑒
(𝑘)

分别表示风险、收

益和自我效能在决策中的权重参数，交互项系数用于刻画不同权衡信息之间的联合作用。

在此基础上，对个体在不同行为选项之间的选择概率采用多项 Logit 模型（softmax 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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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建模： 

𝑃(𝑐ℎ𝑜𝑖𝑐𝑒𝑖 = 𝑘) =
𝑒𝑥𝑝 (𝑈𝑖

(𝑘)
)

∑𝑗𝑒𝑥𝑝 (𝑈𝑖
(𝑗)

)
 

该模型假定个体更可能选择主观价值更高的行为选项，从而将心理计算结果映射为可

观测的行为选择数据。对于连续因变量保护行为意向，则将其建模为各保护行为价值的函

数，具体表示为： 

𝐼𝑖 = 𝜆0 + 𝜆1 + max
𝑘

𝑈𝑖
(𝑘)

+ 𝜆2𝑈𝑖 + 𝜖𝑖 

其中，max
𝑘

𝑈𝑖
(𝑘)

表示个体对最优行为选项的价值评估，𝑈𝑖表示对所有行为选项的平均

价值，用以刻画整体行为意向。 

在参数估计方面，本研究首先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对行为选择数据进行拟合，以估计

各信息维度对不同选项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分层建模方法引入个体差异变量，

对权重参数进行建模，以感知风险为例： 

𝑤𝑟,𝑖 = 𝛽𝑟0 + 𝛽𝑟1𝑃𝑖 + 𝛽𝑟2𝑆𝑖 + 𝜇𝑟,𝑖 

其中，𝑃𝑖表示个体因素，𝑆𝑖表示学校因素。类似地，对感知潜在收益和自我效能的权

重系数进行建模，从而检验不同层面因素如何通过改变信息权重影响决策过程。通过上述

建模策略，研究 2e 不仅能够检验风险、收益和自我效能对旁观者保护行为的主效应和交互

效应，还能进一步量化不同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相对权重，并揭示个体因素和学校因素如

何作用于心理计算过程。 

研究 2e 假设：（1）感知社会风险的权重参数𝑤𝑟大于 0，感知潜在收益与自我效能的权

重参数𝑤𝑔和𝑤𝑒均大于 0；（2）风险与收益之间存在显著交互权重𝑤𝑟𝑔，在高收益条件下，风

险的负向权重减弱；（3）自我效能通过交互项𝑤𝑟𝑒和𝑤𝑔𝑒调节风险与收益的作用。在高自我

效能条件下，个体对风险的敏感性降低、对收益的敏感性增强；（4）高风险-低收益-低效

能条件下个体保护行为意向最低，且更倾向于选择间接保护行为或被动旁观行为，而低风

险-高收益-高效能条件下个体的保护行为意向最高，并更倾向于选择直接保护行为；（5）

个体因素和学校因素通过改变权重参数（如提高或降低风险权重、收益与效能权重）来影

响保护行为意向和选择。 

3.3 研究 3：促进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干预路径的模拟与验证 

研究 3 聚焦于计算建模和实地研究的两阶段干预，共包含两个子研究。研究 3a 采用基

于主体的建模（Agent-Based Modeling, ABM）方法，以刻画真实校园情境中个体之间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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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互动过程。在该模型中，每个学生都被视为一个具有异质性的决策主体，其行为由个体

心理特征和情境因素共同决定。个体层变量将以参数形式赋值（如共情能力），学校环境变

量则体现为共享的情境参数（如班级氛围）。在模拟过程中，通过构建虚拟班级情境并随机

生成欺凌事件，触发旁观者的行为决策。具体而言，旁观者的行为并非随机产生，而是遵

循预设的行为决策规则：首先，个体基于情境信息对潜在行为进行心理计算，综合考虑行

为的潜在收益、风险以及自身效能感，从而分别形成对不同行为选项的主观效用评估；其

次，不同行为选项对应的效用值经由概率映射函数转化为行为选择概率，从而在不同的保

护行为策略之间进行选择。基于该决策机制，每一轮模拟中所有旁观者均独立做出行为选

择，并汇总为群体层面的保护行为表现。研究 3a 通过系统性操纵个体层变量与环境层变量，

比较不同干预路径下保护行为水平的变化，从而评估各类干预策略的潜在效果，筛选出在

理论上最具潜力且风险可控的干预路径，为后续实地干预提供依据，减少现实试错成本。 

研究 3b 将采用准实验追踪设计在学校中开展实地研究，检验模拟干预优化方案的实践

效果。以班级或学校为干预单元，建立对照组与干预组，重点关注学校环境特征的优化干

预方案可行性。干预效果通过多来源数据进行评估，包括学生自我报告、同伴提名、教师

提名的旁观者保护行为和班级整体欺凌水平，并同时评估研究 1 和研究 2 中确定的关键变

量，以检验干预是否通过预期的心理路径发挥作用。 

 

4 理论建构 

校园欺凌是一种发生于特定社会情境中的独特而复杂的人际攻击形式，并非只是欺凌

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双向互动，而应被视为一种群体现象（Olweus, 2001; Salmivalli, 2001）。

在这一过程中，旁观者作为数量庞大、行为选择多样的群体，其反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欺凌现象是否持续、升级或被及时制止。因此，构建旁观者在欺凌情境下的行为选择

差异的整合解释框架，为促进旁观者保护行为提供创新思路，是欺凌治理的重要环节之一，

应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本研究聚焦旁观者保护行为，以旁观者干预模型（Latané & Darley, 1970）、计划行为理

论（Ajzen, 1985）与目标框架理论（Lindenberg, 2008）为基础，构建了创新性的旁观者保

护行为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见图 2）。该框架强调三点核心主张：第一，情境线索本身并

不直接决定行为，而是作为心理计算的输入信息；第二，风险-收益与自我效能评估构成旁

观者决策的核心计算模块；第三，个体心理特征与学校环境因素并不直接触发保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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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通过改变心理计算中不同信息的权重，调节行为决策路径。 

 

图 2 旁观者保护行为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 

情境线索加工阶段。 三阶段心理决策框架的起点是旁观者对欺凌情境的认知加工，其

核心问题是“我正面临的是否是一个需要干预的事件”。这一阶段与经典的旁观者干预模型

（Latané & Darley, 1970）相契合，该模型指出，个体只有在注意到事件并将其界定为紧急

或不当情境时，后续的责任感与行动意向才可能被激活。本研究进一步指出，情境线索本

身并不直接触发保护行为，而是通过影响旁观者对介入必要性的判断，并进一步诱发基于

直觉和规范判断的初级保护行为意向，为后续的心理权衡提供前提条件。换言之，这一阶

段的核心作用在于完成对是否应当介入的快速评估，从而决定个体是否进入更深层次的决

策加工过程。在校园欺凌情境中，这一情境线索的加工过程尤为关键。相较于突发性、显

性的暴力事件，校园欺凌事件发生时，旁观者往往容易低估其严重性或将其合理化为“开

玩笑”或小打小闹。因此，是否进入后续决策阶段，首先取决于旁观者对于介入事件的必

要性认知，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初步的保护倾向，这一过程构成了后续决策重要前提和基础。 

心理计算阶段。 在完成对欺凌情境的初步判断之后，仅在旁观者感知到介入欺凌是必

要的且形成了初级保护意向的前提下，才进一步进入心理计算阶段。在这一阶段，旁观者

是否采取保护行为取决于其对于做出保护行为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可行性的心理计算。计划

行为理论强调个体的行为意向由三类判断共同决定：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

（Ajzen, 1985）。本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基于情境快速评估形成的初级行为意向与

经由多重权衡形成的稳定行为意向，并认为心理计算阶段的关键功能在于对前一阶段产生

的初级行为意向进行修正、抑制或强化，从而影响指向真实行为的稳定行为意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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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在心理计算阶段，旁观者会对介入欺凌的潜在后果进行综合评估，即旁观

者在面对欺凌情境时，会同时考虑保护行为可能带来的积极结果（如维护公平、减少他人

伤害、提升自身地位）与潜在成本（如社会排斥或引发欺凌者报复）。这种权衡并非道德冷

漠的体现，而是社会情境中普遍存在的适应性判断机制。正如目标框架理论中所提到的，

个体在具体情境中往往受到多重目标的同时驱动，其中规范性目标（做正确的事）与享乐

性或资源保护目标（避免自身受损）之间可能共存或竞争（Lindenberg, 2008）。因此，本研

究认为旁观者的保护意向取决于其在特定情境下对收益和风险的主观权重配置。当规范性

目标或道德目标占据优势时，保护行为更可能被视为合适的选择；反之，当自我保护或风

险规避目标更为突出时，保护意向和行为则容易被抑制。 

此外，自我效能评估构成这一阶段的另一核心计算维度。在判断自身能力时，个体可

能会存在高估或低估的情况（Goddard et al., 2004），进而直接影响其行为意向和最终选择。

若个体的干预自我效能感偏低，即便已经认识到介入的正当性，也难以将其转化为实际行

动（Sjögren et al., 2024）。本研究进一步提出，自我效能不仅影响个体是否介入欺凌，还会

影响旁观者对不同保护行为路径的选择，进一步拓展了自我效能在旁观者保护行为选择中

的功能边界。 

本研究进一步指出：风险-收益评估与自我效能评估这两大模块并非彼此独立发挥作用，

而是在决策过程中以不同权重被个体整合，并由此形成多种可能的心理计算路径。在某些

情境中，旁观者对潜在风险与收益的权重分配占据主导地位，即便自我效能感较低，只要

其认为介入所带来的道德或规范性收益显著高于潜在风险，仍可能形成较强的保护行为意

向。相反，在另一些情境中，自我效能评估也可能成为更具决定性的因素。不同个体在面

对不同情境时，这一系统中各成分的相对权重可能发生显著变化，从而导致相同情境判断

下出现截然不同的行为意向结果。因此，这一框架并不假定存在单一、固定的决策路径，

而是强调旁观者保护行为意向的形成，源于风险-收益与自我效能两类判断在特定权重配置

下的动态整合。需要强调的是，心理计算阶段并不必然强化初级保护行为意向，其结果既

可能促进行为意向的稳定和加强，也可能抑制或修正初级意向，从而解释了现实情境中普

遍存在的“想保护但未保护”的现象。 

行为选择与实施阶段。在经过情境线索加工与心理权衡后，旁观者进入最终的行为选

择阶段。此时，个体基于心理计算形成的稳定行为意向，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行为策略选

择与实施。直接制止欺凌行为往往需要较高的自我效能与较低的风险感知，而寻求成人帮

助或事后安慰受害者则被视为风险相对较低的替代路径（Pronk et al., 2013）。相反，若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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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前一阶段中并未产生稳定的行为意向，则可能出现被动旁观的行为。本研究指出，该

阶段是前两个阶段决策结果的自然延伸。旁观者行为在准备介入时会在多种可行的保护行

为中进行考量，即旁观者在既定的心理评估基础上，选择其认为最可行、最安全、也最符

合自身处境的保护行为方式。 

个体心理特征与学校环境因素在决策不同阶段的作用。 在旁观者决策的三个阶段中，

个体心理特征与学校环境因素均能发挥重要作用，系统性影响旁观者的行为决策走向。本

研究提出，个体的共情能力、道德脱离水平、攻击性等心理特征，会影响旁观者在多个阶

段中的信息加工与判断方式，改变风险-收益评估的权重结构。而学校与班级环境构成了旁

观者保护行为决策的重要背景条件，会重塑其对心理计算过程中风险与收益以及自我效能

的主观权重分配。由此可见，个体心理特征与学校环境并非孤立作用，而是在三阶段决策

过程中形成持续交互，共同塑造旁观者保护行为的发生概率与具体形式。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贡献如下：第一，提出旁观者保护行为的三阶段心理

决策框架，在理论上推动了欺凌旁观者保护行为的研究从因素探讨向过程解释的转向。该

框架将旁观者保护行为明确界定为一种基于情境的、动态变化、具有可塑性的心理决策结

果，为解释旁观者行为的差异性和情境依赖性提供了创新思路。其次，通过区分决策阶段

与影响条件，澄清了个体心理特征与学校环境因素在旁观者行为选择中的作用路径和交互

模式，克服了将其简单视为直接预测变量的局限。最后，为校园欺凌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完

善提供新的启示。一方面，仅聚焦个体态度和行为矫正或共情训练的传统干预路径，可能

不足以稳定促进旁观者的保护行为。相较之下，旨在优化学校环境因素的干预措施，如明

确反欺凌规范、增强教师对保护行为的支持性反馈、降低旁观者感知风险等，更有可能在

群体层面对旁观者保护行为产生持续的促进效果。另一方面，以基于主体的建模技术作为

干预模拟和优化工具，提供了一种兼顾理论精准性与现实可行性的范式，有助于降低现实

干预的试错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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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chool climate serves as a pivotal micro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dolescents’ social behaviors and constitute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school bullying intervention 

and governance. Previous research has indicated that adverse peer relationships are a key school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 for predicting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whereas bystander defending 

behaviors constitute one of the critical school environmental protective factors in terminating 

bullying events. However, traditional studies have mostly adopted a static perspective to focus on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a limited number of variables on bystander defending behaviors, thus failing 

to address the scientific question regarding the complex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why 

bystanders make divergent behavioral choices in real-world contexts. Furthermore, theoretically-

driven variable selection and linear analytic approaches have also constrained the discovery of 

potential pathways, failing to illuminate the intrinsic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underlying the 

bystanders’ behavioral decision-making. To address these gaps, the present study attempts to adopt 

a dynamic perspective of situational interactions, focusing on constructing a three-stage 

psychological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that illustrates how school climat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nd bystanders’ personal traits shape bystander defending behaviors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of event identification,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risk-benefit trade offs.  

These results may provide innovative insights for developing a scientifically sound and 

comprehensive model of school bullying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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